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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为耕地。
各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时段内的动态变化情况如表 １ 所示。 某一地类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即土地利用年

均变化速率，能描述单位时间内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强度。 从整个研究时段来看，建设用地的动态度最高，
耕地和水域虽然年均变化量较高，但由于其基数面积较大，总体变化强度低于裸地和草地。 从不同时段来看，
林地、草地和水域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时间段内动态变化更明显，而耕地和建设用地则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时间段

内变动更剧烈。

表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地类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

年均变化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ｈｍ２

动态度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 ％

年均变化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ｈｍ２

动态度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 ％

年均变化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ｈｍ２

动态度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 ％

年均变化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ｈｍ２

动态度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 ％

耕地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６３１．９１ －０．７９ －１８０４．６６ －２．４４ －８０９．６１ －１．４５ －１１１２．３３ －１．３８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６０．７６ －２．２８ ３０．９９ １．５１ －１１．６４ －０．４９ －１４．０４ －０．５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２５ １０．３６ －１．５２ －３．４４ －１．５５ －５．３４ －０．５３ －２．４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４４５．００ －１．０８ －２４２．３６ －１．１０ －２５５．２０ －１．３０ －３２０．７４ －１．２１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０．０６ — １．１０ １９５．２１ ０．７９ ６．８０ ０．６３ —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１１３５．３７ １６．９８ ２０１６．４４ １１．１８ １０７８．７５ ２．８２ １４４７．０１ ２１．６５

３．２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

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将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 ＬＥＲ 指数分为 ５ 级，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
以各年份 ＬＥＲ 自然断裂点的平均值作为风险等级划分依据，确定低风险（ＬＥＲ≤０．３０）、较低风险（０．３０≤ＬＥＲ
＜０．４２）、中风险（０．４２≤ＬＥＲ＜０．５３）、较高风险（０．５３≤ＬＥＲ＜０．７０）及高风险（ＬＥＲ≥０．７０）的 ５ 级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分类体系（图 ５）。

图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２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２ 年武汉城市边缘区 ＬＥＲ 均值分别为 ０．５４、０．４９、０．３９ 和 ０．３６，土地利用

０９１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生态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表 ２）。 整个研究期内，中风险、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区域都在逐渐减少，面积分别减

少 １４０ｋｍ２、４７２ｋｍ２和 ３２ｋｍ２，占整个研究区域的 １２．０５％、４０．６２％和 ２．７５％；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区域都在增加，
其中低风险区域面积增加 ４５５ｋｍ２，占整个研究区的 ３９．１６％，较低风险区域面积增加 １８９ｋｍ２，占整个研究区的

１６．２７％。 从空间分布来看，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圈层结构，外围生态风险较高而靠近

主城区的区域生态风险较低，中等生态风险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二者之间。 整个研究区内，高生态风险区相对

稳定，主要分布于东湖、汤逊湖等重要湖泊边缘，这主要是由于湖泊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

脆弱性，使得水域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增加。 此外，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外扩，高风险区域也在随之

转移。 除以上核心高风险区外，１９９５ 年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洪山区的花山街道和青山区的白玉山街道，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关东街道、洪山街道和青菱街道，而最近一年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

在洪山街道、珞南街道和青菱街道。 从风险区的转移来看（图 ６），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风险等级增加的区域最多，
主要集中于主城区光谷片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风险等级减小的区域最多，且风险等级减小的区域都处于 １９９５
年已有建成区周边，这是因为随着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展，城乡边界处更容易形成与主城区连接成片的建设用

地，导致该区域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降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也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第三个时间段内，研究

区内绝大多数区域的风险等级已趋于稳定，风险等级增加的区域主要为东西湖区的金银湖街道、江夏区的佛

祖岭街道和流芳街道等。

表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面积和等级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低风险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ｉｓｋ ３０ ２．５８ １２０ １０．３３ ３７２ ３２．０１ ４８５ ４１．７４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１０７ ９．２１ ２０３ １７．４７ ２９３ ２５．２２ ２９６ ２５．４７

中风险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ｉｓｋ ３４４ ２９．６ ３７０ ３１．８４ ２６３ ２２．６３ ２０４ １７．５６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６２１ ５３．４４ ４２２ ３６．３２ １９８ １７．０４ １４９ １２．８２

高风险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ｉｓｋ ６０ ５．１６ ４７ ４．０４ ３６ ３．１ ２８ ２．４１

在不同时间段内，ＬＥＲ 呈现出不同变化。 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武汉市边缘区面积占比最大的是较高风

险区，分别占整个研究区域的 ５３．４４％和 ３６．３２％；而在后两个时间点，面积占比最高的是低风险区，分别占整

个研究区域的 ３２．０１％和 ４１．７４％。 三个时间段内，５ 种不同风险等级区域的变化趋势与整个研究区内的变化

趋势一致，其中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分别在第二时间段和第一时间内增长最多，分别增加 ２５２ｋｍ２和 ９６ｋｍ２；类
似地，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分别在第二时间段和第一时间内减少最多，分别减少 ２２４ｋｍ２和 １３ｋｍ２（表 ３）。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面积变化和各等级年均占比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面积变化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

ｋｍ２

年均占比变化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 ％

面积变化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

ｋｍ２

年均占比变化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 ％

面积变化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

ｋｍ２

年均占比变化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 ％

面积变化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

ｋｍ２

年均占比变化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 ％

低风险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ｉｓｋ ９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２ ２１．００ １１３ ４．３４ ４５５ ３９．１６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９６ ８．９７ ９０ ４．４３ ３ ０．１５ １８９ １６．２７

中风险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ｉｓｋ ２６ ０．７６ －１０７ －２．８９ －５９ －３．２０ －１４０ １２．０５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１９９ －３．２０ －２２４ －５．３１ －４９ －３．５４ －４７２ ４０．６２

高风险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ｉｓｋ －１３ －２．１７ －１１ －２．３４ －８ －３．１７ －３２ ２．７５

１９１９　 ２０ 期 　 　 　 周克昊　 等：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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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３．３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因素

图 ７ 显示了以等间距、分位数、几何间隔和自然断裂点四种不同属性分类法和不同分类数量计算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年各因子的 ｑ 值，表 ４ 显示了 ３ 个时间段的 ｑ 值最高的分类方法和所有解释变量 ｑ 值的 ９０％分位数达到

最大值时的分类数量组合。 从表 ４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多数因子的最优分类方法为自然断裂点法，最优分类

数量为 ５ 类；后两个时间段的多数因子的最优分类数量仍然为 ５ 类，自然断裂点法已不再是绝大多数最优分

类方法，四种分类方法分别成为不同因子分类的最优分类方法。

表 ４　 各因子最优分类方法和分类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Ｍ 自然断裂点 ４ 自然断裂点 ４ 几何间隔 ５
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分位数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几何间隔 ５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几何间隔 ５ 等间距 ５ 等间距 ５
ＧＤＰ 密度 ＧＤＰ ｄｅｎｓｉｔｙ 自然断裂点 ５ 几何间隔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自然断裂点 ３ 分位数 ４ 几何间隔 ５
道路核密度 Ｒｏａ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几何间隔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建设用地密度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分位数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分位数 ５
距最近主干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ｒｏａｄ 自然断裂点 ５ 等间距 ５ 自然断裂点 ４

距最近国家级开发区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自然断裂点 ５ 分位数 ３ 分位数 ５

距最近省级开发区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自然断裂点 ５ 分位数 ４ 分位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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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分类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距最近主要河流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自然断裂点 ５ 等间距 ５ 等间距 ５

距最近主要湖泊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ｌａｋｅ 分位数 ５ 几何间隔 ４ 分位数 ５

距最近 ＣＢＤ 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ＣＢＤ 等间隔法 ４ 等间距 ５ 自然断裂点 ５

　 　 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ＢＤ：城市中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0.004
0.006
0.008
0.010
0.012
0.014
0.016
0.018
0.020

 高程

0
0.002
0.004
0.006
0.008
0.010
0.012

 平均气温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10
0.011
0.012

 降水量

0.02
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国内生产总值密度

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人口密度

0.03

0.04

0.05
 道路核密度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建设用地密度

0.030
0.035
0.040
0.045
0.050
0.055
0.060

 距最近主干道距离

0
0.002
0.004
0.006
0.008
0.010
0.012
0.014

 距最近国家级开发区距离

0.060

0.065

0.070

0.075

0.080

0.085
 距最近省级开发区距离

0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0.035

 距最近主要湖泊距离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0.035
0.040
0.045

 距最近主要河流的距离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0.048
0.050
0.052
0.054
0.056
0.058
0.060
0.062
0.064
0.066

 距最近城市中心的距离

 等间隔
 分位数
 几何间隔
 自然断裂点

分组数量 Number of groups

分组数量 Number of groups

q

图 ７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不同分类方法和分类数量下的各因子 ｑ 值

Ｆｉｇ．７ 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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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单因子探测

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单个影响因子对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贡献率，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由表

５ 可知，在前两个时间段，除平均气温和距国家级开发区的距离的 ｐ 值大于 ０．０１，其他因子与 ＬＥＲ 有显著的空

间关联，说明在快速城市化时期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按 ｑ 值从大到

小排序，１９９５ 至 ２００５ 年间位于前 ６ 位的因子依次为 ＧＤＰ 密度＞人口密度＞建设用地密度＞距最近省级开发区

的距离＞距最近 ＣＢＤ 的距离＞距最近城市主干道的距离；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５ 年间位于前 ６ 位的因子依次为建设用

地密度＞距最近城市主干道距离＞ＧＤＰ 密度＞道路核密度＞人口密度＞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２２ 年间

位于前 ６ 位的因子依次为建设用地密度＞降水量＞ＧＤＰ＞距最近主要湖泊距离＞平均气温＞ＧＤＰ 密度＞人口

密度。

表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边缘区生态风险影响因子贡献量 ｑ 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ｑ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因子
Ｉｔｅｍ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

解释力度
（ｑ）

概率值
（ｐ）

解释力度
（ｑ）

概率值
（ｐ）

解释力度
（ｑ）

概率值
（ｐ）

自然因素 ＤＥＭ（Ｘ１）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平均气温（Ｘ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００

降水量（Ｘ３）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０

社会经济因素 ＧＤＰ 密度（Ｘ４） ０．１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０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人口密度（Ｘ５） ０．１３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０

道路核密度（Ｘ６）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

建设用地密度（Ｘ７） ０．１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００

可达性因素 距最近主干道距离（Ｘ８）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９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距最近国家级开发区距离（Ｘ９）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６

距最近省级开发区距离（Ｘ１０）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３４

距最近主要河流的距离（Ｘ１１）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００

距最近主要湖泊距离（Ｘ１２）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５

距最近 ＣＢＤ 的距离（Ｘ１３）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５

在自然因素中，高程、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在第二时间段和第三时间段的 ｑ 值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三者

在后两个时间段对武汉市边缘区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产生了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而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在第

一时间段内对生态风险的影响相对较弱。 在社会经济因素中，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在第一个时间段对土地利用

生态风险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大；在第二个时间段和第三个时间段中，建设用地密度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

的影响最大。 随着时间的迁移，ＧＤＰ、人口密度、道路核密度和建设用地密度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程度

都在逐渐减弱。 在区域可达性因素中，在第一时间段，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解释力最强的因子是距最近省级

开发区的距离，其次是距最近 ＣＢＤ 的距离和距最近城市主干道的距离，这与单中心城市理论一致。 在城市化

初期，距离城市中心、开发区和主干道越近的土地被优先开发，增大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 距主干道的距离的

ｑ 值在前两个时间段分别为 ０．０５７６ 和 ０．０６５８，说明道路和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规律。
在最后一个时间段，三者的 ｑ 值显著降低，距最近国家级开发区距离、距最近省级开发区距离和距最近主要河

流距离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武汉市由单中心逐渐变成多中心城市，且建成区不断

外扩，ＣＢＤ、主干道和省级开发区对城市用地开发的影响逐渐减弱。 但相比于其他可达性因素，在后两个时间

段，距最近 ＣＢＤ 的距离和距最近湖泊的距离仍然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具有高度的空间关联规律。
３．３．２　 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能够探测当两个因子共同作用时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解释力是加强还是减弱。 分别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三个时间段各因子交互探测的结果按贡献值大小进行排序，并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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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位于前五位的交互作用因子（表 ６）。 结果显示，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类型主要为双因子增强（ＤＥ）和
非线性增强（ＮＥ）两种，说明各因子在交互作用下对生态风险的解释力比单个因子的解释力显著增强。

表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生态风险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排名
Ｏｒｄｅ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

交互因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

贡献值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交互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交互因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

贡献值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交互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交互因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

贡献值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交互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Ｘ１０∩Ｘ１２ ０．２１５７ ＮＥ Ｘ８∩Ｘ７ ０．１３７０ ＤＥ Ｘ１１∩Ｘ７ ０．１８６２ ＮＥ

２ Ｘ２∩Ｘ４ ０．２０８７ ＮＥ Ｘ６∩Ｘ７ ０．１３０２ ＮＥ Ｘ１１∩Ｘ１２ ０．１４２０ ＮＥ

３ Ｘ４∩Ｘ１０ ０．２０６８ ＤＥ Ｘ３∩Ｘ５ ０．１２４４ ＮＥ Ｘ４∩Ｘ１１ ０．１２０７ ＮＥ

４ Ｘ４∩Ｘ９ ０．２０６２ ＮＥ Ｘ５∩Ｘ７ ０．１１９１ ＮＥ Ｘ１０∩Ｘ１１ ０．０９９５ ＮＥ

５ Ｘ４∩Ｘ１２ ０．２０３２ ＮＥ Ｘ１２∩Ｘ１３ ０．１１７２ ＮＥ Ｘ９∩Ｘ１１ ０．０９４２ ＮＥ
　 　 ＮＥ：非线性增强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双因子增强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

从不同时间段来看，从第一时间段至第三时间段，多数交互作用的贡献值在逐渐减小，说明因子对边缘区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交互影响在减弱。 在 １９９５ 至 ２００５ 年间，贡献值排在前 ５ 位的影响因子组合主要是距最

近省级开发区距离∩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平均气温∩ＧＤＰ 密度、ＧＤＰ 密度∩距最近省级开发区距离、ＧＤＰ
密度∩距最近国家级开发区距离、ＧＤＰ 密度∩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 在城市化初期阶段，ＧＤＰ 增长和开发区

建设使得对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需求激增，导致大量的非城市用地转换为城市用地，使得城市边缘区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在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５ 年间，贡献值排在前列的影响因子组合中，距最近城市主干道距

离∩建设用地密度，道路核密度∩建设用地密度，降水量∩人口密度成为前三大交互因子；同时人口密度∩建

设用地密度取代 ＧＤＰ 密度∩距国家级开发区距离，成为第四大交互因子。 随着边缘区逐步城市化，郊区与市

中心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边缘区受到已有建成区的影响，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不断外拓，迫使城市外围区域

进一步城市化；与此同时，城市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修建对外联系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

响，离城市主干道越近的区域更容易受到干扰产生风险。 从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２２ 年间，开发区、人口密度和道路等因

素的交互作用减弱，距最近主要湖泊的距离与建设用地密度、距最近主要河流的距离和 ＧＤＰ 密度的交互作用

在此时间段占主导作用，成为生态风险的主要交互影响因子。 城市化后期阶段，以前的城市边缘区大量的转

换为连片建设用地，稳定性增加，虽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减小，而湖泊周边的区域

此时成为生态压力较大的区域，生态敏感性增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增加。

４　 讨论

４．１　 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的原因分析

对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影响因子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无论是单因子探测还是交互探测，都显示了

ＧＤＰ 密度、人口密度、道路核密度、建设用地密度与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之间具有高度的空间关联

规律，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结论相一

致［１８，２４，２６，４２］。 此外，本文发现距最近主干道距离、距最近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和距最近 ＣＢＤ 距离都与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规律，与现有研究发现可达性对西部部分城市生态风险影响较小的结论不一

致［１８］，但与部分区域尺度上的研究结论一致［２３—２４］。 在武汉市早期城市化阶段，经济的增长和开发区的设立

使得建设用地不断扩展，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影响因子是 ＧＤＰ 密度和距离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的距离，二者

的联合增强作用导致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心成区不断

外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得溢出效应增强，因此这一时期城市边缘区的生态风险主要受到已有

建设用地和道路二者的非线性增强影响；自 ２００７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武汉市建设用地快速向外扩张，为了建立与“１＋８”城市圈其他 ８ 座

５９１９　 ２０ 期 　 　 　 周克昊　 等：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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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联系，武汉市政府在其边缘区修建了多条连接市内与城际的公路。 一方面，道路本身会导致城市边缘

区景观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对生态风险格局产生较大影响［４３］，另一方面，道路的建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

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开发，间接影响城市边缘区的自然生态系统［４４—４５］。 以上两个方面解释了可达性因子对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重要影响；而对于西部半干旱地区城市，土地利用开发更多受降水、地形和坡

度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以及人口和经济规模的驱动。 此外，本文还发现距最近主要湖泊距离是武汉市城市边缘

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可能是由于在城市化后期，以往的城市边缘区已逐步转化为连片建

成区，仅有湖泊周边的少量区域处于未开发状态，面临较高的生态压力，此时距湖泊越近且地处经济越发达，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就越高。
４．２　 降低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对策建议

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同时耕地和水域快速减少，城市边缘区不断外扩。 总体

而言，研究区内高风险和低风险等级区较少，而较高风险、中风险和较低风险等级区域分布广泛。 研究期内，
高风险、较高风险和中风险区域面积明显减少，而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区域面积大幅上升，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土地生态系统逐步趋于稳定，区域土地生态风险逐步减弱；对中高风险区的进

一步改善，将有利于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的提升。 从风险等级的变化来看，多数区域的风险等级都在降低，少数

区域的风险等级在逐步增高。 研究表明距离湖泊的距离是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重要影响

因素。 在研究期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内，东西湖区的金银湖街道边缘、江夏区的流芳街道边缘仍然有少量的风

险增加区域。 因此，未来在这些区域自然资源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当依据山水林田湖草“应保尽保”的原则，禁
止围湖造田和填湖开发等活动，进一步强化基本生态线的控制作用，确保《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
所划定的市域生态空间。 研究结果表明道路建设是增大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 因此，可通过科

学合理的路网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降低景观的破碎度，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从而降低土地

利用生态风险。 例如，在汤逊湖边缘、江夏区的佛祖岭街道、流放街道、蔡甸区的大集街道和东西湖区的径河

街道等生态高风险或较高风险区域，应当适当降低路网密度，进行土地用途管制，引导产业外流，将重要产业

在已有生态风险低敏感区集中连片建设，从而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 武汉市作为全国少有的

具有众多水域和绿地等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城市，土地生态敏感度高。
４．３　 现有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测量的不足

本文基于格局过程互馈视角，从景观斑块尺度，以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计算了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 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逐年降低，且高风险等级的区域在逐渐减少。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并不完全表明在这一区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在减少。 随着建设用地的

不断外扩，城市用地斑块逐渐连接在一起，景观破碎度降低，同时生态敏感性强的地类逐渐消失，从而导致生

态风险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边缘区生态系统的破坏在减小。 因此，以 ＬＤＩ 和 ＬＶＩ 来间接测量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的方法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其次，虽然 ＬＤＩ 测量了景观斑块的破碎度、隔离度和优势度，从
而量化了景观的组成，但它没有考虑景观配置，而景观配置也可能影响生态过程。 例如，ＬＤＩ 不描述斑块、类
或景观级别的几何复杂性。 几何复杂性（如斑块形状）已被证明会影响斑块间的过程，并与“边缘效应”有关，
这对内部敏感物种和生态系统完整性有很大影响［４６］。 此外，当前多数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进行评级来量化 ＬＶＩ。 默认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具有不同的生态脆弱性。 生态脆弱性或恢复力反映了生态系

统承受外部干扰或压力的能力，并与功能多样性和响应多样性有关。 如果不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不同物

种的威胁，就无法准确评价功能多样性和响应多样性［４７］，这也可能是导致本研究出现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逐年降低且高风险等级的区域在逐渐减少这一结果的原因。 因此，未来对 ＬＶＩ 的计算可首先识别研究

区域内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代表性物种，然后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景观物种选择的影响进行评分。

５　 结论

本文在界定城市边缘区范围的基础上，分析了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间武汉市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

６９１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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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并通过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法分析了潜在影响因子和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关联规律，得到如下主要

结论：
（１）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为主。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建设用地的迅

速扩张导致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发生剧烈改变，耕地大量流向建设用地以及水域、草地等生态

用地的减少成为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主要方向。 在未来生态风险调控中，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安全

隐患以及生态用地流失带来的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等问题都需要密切关注。
（２）研究期内，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不断降低，中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减少，低生态风险区

面积增加，总体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得以控制。 生态风险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出现圈层结构，由内向外逐渐增加。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靠近主城区的区域景观变化趋于稳定，生态风险明显降低，但外围地区依然分布着

部分高生态风险区，这些区域分布在少数街道，有显著的集聚特征。 为了使得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在未来得

以稳定，保护其生态环境质量，政府需要严格控制围湖造田和填湖建城的现象；与此同时，应当优化新发展区

域的土地资源配置，发挥工商企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完善生态配套设施，构建更加安全的生态格局。
（３）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是自然、社会、经济与可达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

同的时间段，ＧＤＰ 密度，建设用地密度、道路网络密度、距城市主干道距离、距最近省级开发区和距最近主要

湖泊的距离都与武汉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规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虽然社

会经济因素和可达性因素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逐步减弱，但距湖泊和 ＣＢＤ 较近区域的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仍然不能忽视。 因此，未来需要以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引导产业的发展和人口集

聚，使人类活动对高度生态敏感区域的影响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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